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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因为实验室验证缺乏单因子假设，而野外实验存在成本高昂、难以重复和数据“噪音”，适合生态学假说判决性实验的验证

方法成为制约生态学发展一般理论的瓶颈之一。本文介绍了生态学假说验证的源起，分析了判决性实验验证方法的作用，论述

了生态学假说的实验室验证、野外实验验证方法的理论、实践及发展，探讨了 Fraser等于 2013年提出的协同分布式实验

（CDEs）这一生态学野外实验的操作规范和国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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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学地位与对一般理论的质疑
在生态学诞生初期，英国科学促进会时任主席于1893年

把生态学描述为与生理学和形态学并列的3个生物学分支学

科之一，并且认为是“最有吸引力的”[1]。

2010，《Science》亚太主编Richard Stone撰写报告，指出

生物学是当代自然科学中比重最大的学科，而生态学又是在

全部生命科学论文中数量最多的研究领域之一 [2]。一般而

言，生态学被普遍地看作是后现代性科学而被认为不同于以

近代物理学为代表的经典学科[3]。这种学术观点在高德史密

斯（E.Goldsmith，1992）的《The Way an Ecological World-view》
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鉴于高德史密斯在学界和社会各界

的直接与间接的重大影响，这种学术观点的影响广泛与深远

可 见 一 斑 。 高 德 史 密 斯 引 用 贝 塔 郎 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话，认为存在“介于物理学和生态学两者的基本

不同”，并认为生态学中存在着不同于物理学和化学的概念，

“迄今物理学与化学定律仍旧被关注……但没有这些和相似

的概念，就没有医学和真正的生物学科学。”在《The Way an
Ecological World-view》第 11章引用维斯（Paul Weiss）的话而

主张“‘没有理由将自然降格’去迎合物理学家的不足”[4]。

但生态学的地位和自身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一致。

继爱因斯坦以后，物理学界仍旧期待着统一理论（此处作等

同于“一般理论”的理解）的出现并持续探索，而生态学界对

于是否可能存在一般理论还存在着质疑。 2009 年，

Roughgarden在《Biology and Philosophy》上发表论文，对群落

生态学存在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

感慨：“我欣赏建构作为一般理论的理论群落生态学的呼

吁。如果谨慎的睁开眼睛寻找一般理论，我们能避免（错误）

投入一般理论的危险。所以，今天群落生态学有一般理论

吗？没有。可能有吗？是的。应该有吗？我不知道。”[5]事实

上，不仅是群落生态学是否具有一般理论的可能存在争鸣，

即使对于整个生态学而言，是否存在一般理论都没有达成一

致 [6]。即使是达尔文的演化说和自然选择法则，也被 Popper
（1959，1972，1983）批判了[7]。

当前，绝大部分生态学家都回避了达尔文式的、对于一

般理论的探寻，转而研究具体的生态过程，将生态圈切割成

了纵横交错的巨大区组（plot）群并分而击之，诞生了植物生

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海洋生态学、森林生态学

等。生态学从大写的ECOLOGY变成小写的ecologies。
作为科学的一部分，生态学也注重实验。对此，国内一

些生态学家和生态学哲学家从实验方法角度探寻了导致影

响生态学一般理论出现的原因，不过人数与成果零星，且研

究或较不系统或仅针对诸如“伪重复”某一个具体原因 [8~11]。

相较于国内，《Nature》与《Science》杂志均已以社论或调研报

告的形式提出生态学研究存在实验结果的重复性差的问题，

这暗示了生态学研究需审慎提出包括一般理论在内的各种

假说。但文献检索表明，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生态学家的足

够重视并给予针对性的研究。

2 生态学假说的判决性实验
生态学到底有没有可能像物理学一样努力找到一般理

论？首先应该明确理论应该满足什么条件。1905年，爱因斯

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因为没有被实验验证，最初只是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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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假说，一直到 1919年，艾丁顿勋爵在非洲对于日全食的观

察实验得到的数据与广义相对论的预言高度吻合，物理学界

才把广义相对论从未经严格验证的假说升格为作为具有普

遍性的理论。换言之，只有经过严格验证的假说才能成为理

论。艾丁顿勋爵的观察实验验证的思路很简洁：以爱因斯坦

的广义相对论假说作为H0，以不符合广义相对论假说的所有

其他可能的结果作为H1，如果实验结果支持H0，则广义相对

论可以成为理论，如果实验结果支持H1，则广义相对论不仅

不可以成为理论，甚至连假说的资格也被取消。这种非此即

彼的实验验证方法称之为判决性实验。

由此，参照物理学的思路，探寻生态学理论的有效方法

之一是对于各种假说进行判决性实验验证。通过实验对假

说进行判决性验证的方法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可 [12~14]。

2000年，Scheiner和Gurevitc在《生态学实验设计与分析》首页

便提出：“生态学日益发展成为一门实验科学……生态学家

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实验来验证自然的理论（Hairston，1989；
Resetarits和Bernardo，1998）。”[15]实验方法包括实验室实验和

野外实验两种类型。哪一种类型适合生态学的研究特点并

能胜任假说的判决性实验，需要逐一考察两者。

3 生态学假说的实验室验证
实验室验证在物理学取得成功在于2个原因。

首先是因为它的理论体系建立在机械论的自然观基础

之上，研究对象都是自然界中的非生命事物，比如：中国大众

最为熟知的可能是已经被证明是杜撰的伽利略在比萨斜塔

的自由落体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所有对象都是机械性

的，没有生命。

其次，物理学实验室验证采取了单因子假设，即仅仅对

于影响受试对象的一个影响因子的初始值进行操控

（manipulate），观察该影响因子对于受试对象的作用，验证相

关的物理学假说。因为经典物理学对象的机械性，其物理特

性不仅不会因为在实验室中而产生与在自然环境中不同的

变化，而且，在同样的条件下，任何实验室的任何一次实验都

应该呈现一致的结果，这就是实验的可复制性——在中国的

实验室应该与在美国的实验室有着一样的结果。换言之，物

理学实验室其实就是一个“微宇宙”（micro-cosmos）——其中

发生的一切和真实的物理世界应该完全一致。艾丁顿勋爵

的观察实验其实就是采取了单因子假设的思路，即只有广义

相对论这一个影响因子导致了大尺度的空间弯曲现象的产

生，而没有假设还存在其他可能的影响因子。

生态学家正在努力地进行着各种假说的实验室验证，但

进程并不顺利。

不同于物理学，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往往是活的生物，影

响受试对象的影响因子有时也是活的生物，这就使得实验室

实验的操控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生态学研究的是“生物

及与环境之间的关系”[16]，而生态过程又始终处于演化之中，

这决定了实验的受试对象的响应模式可能是多样的，既可能

是基于单因子假设（如猎物-捕食者模型（Lotka-volterra）），也
可能是基于多因子假设（如植物的生态演替（ecological
succession））；影响受试对象的影响因子这种关系可能是网状

的（web），如食物链；也可能是层次等级的（hierarchy），如全球

水循环。简而言之，生物学研究对象的影响因子及关系比物

理学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性可能导致实验的失败或不可复

制，甚至于，研究者本身没意识到导致实验成功的主导因子

（dominant factor）及关系——比如，有可能把实验中在时间序

列上呈现的先后关系错会成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把非原假

设当作原假设（null hypothesis）处理了。

2007年，Svensson等指出，在实验室验证的实验方案，设

计时没有采用单因子假设选择干扰项（agent），导致不同物种

和功能群体对于实验处理的响应不同，进而无法进行假说的

判决性验证 [17]。2000年，Radford和 Cousens对 Rejmanek于

1996年提出的“植物入侵的一般理论”生态学假说进行了判

决性实验，他们采用了单因子假设的思路，比较了入侵的 S.
madagascariensis和没有入侵的S. lautus的情况。但他们不仅

通过实验室验证否定了假说，并进一步否定了通过假说的判

决性实验验证探寻生态学理论的方法，他们认为“期待发展

出对全部生境全部物种的预测系统是不合理的”结论[18]。他

们否认判决性实验方法的主要理由是生态学研究对象与物

理学研究对象的差异。

2005年，Ernest研究了生态学与物理学的差异，认为物理

学的实验室验证可以单独去除所有使得数据辨识度降低的

外部因素，但在生态学实验中不太可能这样操作，这和

Chatfield于 1995年提出导致统计误差的 3个原因之一有关

——在组分（composite）和数量都已知的实验对象中出现了

假说无法解释的随机变量（即影响因子），这种随机变量（比

如物种组成、土壤湿度和海拔等）对于生物和非生物影响是

不同的，进一步的，不同的实验室实验是在特定的生物或非

生物地点进行操作，必然产生更加大量的误差[19]。也就是说，

出现了有待实验验证的影响因子以外的其他影响因子（多影

响因子）。

所以，实验室方法不可能还原整个自然界所有的影响因

子与关系（不然，这个实验室就必须在物理空间上具有和生

态圈一样的尺度（scale）与范围（domain）），肯定不适合作为

生态学假说的实验验证方法。

4 生态学假说的野外实验验证
相对于实验室实验，野外实验在生态学中日益流行。

2013年，林祥磊将生态学各种具体实验方法进行分类研究

后，认为野外实验“可以称为原地实验，是指在野外条件下采

取某些措施获得某些生态因素的变化对生态学系统及其他

因素的影响的实验。……野外实验是在更接近实验对象存

在和生长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检测到的交互作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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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是在自然界中发生的，对于研究大的、存活时间长的，或

行为复杂的生物，野外实验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在实验室的

限制下不可能对它们进行验证”[20]。

但野外实验，一方面，同样存在关于实验控制和单/多因

子的争鸣。

4.1 关于实验控制的争鸣与处理

2000年，Scheiner和Gurevitch认为野外实验操作时有成

本高昂、难以重复和数据“噪音”（noise）三大困难。导致上述

困难的主要原因是生态学研究对象处于演化中，实验设计、

操作与记录等都很难对于生态现象的演化作出响应——“自

然界的变化经常掩盖了我们试图检测的处理结果”[15]。

Jaeschke等2014的研究表明“野外研究正在强劲增长”，但因

为研究对象始终处于演化中的整个自然界，对于野外实验的

方法适用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它无法解决由生境的多样性导

致的生态过程的多样性与试图对所有类似的生态过程进行

解释的矛盾[19]。这些文献集中反映了对于生态学野外实验中

控制实验对象（活的生物）的困难。

若野外实验的条件完全符合实验所要验证的生态学假

说且没有额外的干扰项，则野外实验一定可以对于假说进行

判决性实验。此时，野外实验本质上和实验室的受控实验没

有区别了，无非是实验环境的物理空间的范围差异，并非尺

度差异。生态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对其的了解非常少，且生态

过程在不断演化，其中的影响因子以及相互关系难以发现和

确定，所以无法严格地认为被选择进行野外实验的实验地点

就恰好符合实验的要求。但这也说明了野外实验具有自然

性，是自然的一部分，野外实验本身就可以近似地看做是生

态过程的一部分（只是这个生态过程包括了人类这个影响因

子）。所以，野外实验还不完美，但却是已知实验方法中最适

合进行假说的判决性实验的方法。

4.2 关于单/多因子假设的争鸣与处理

2005年，Holyoak和Lawler反驳了 Srivastava等于 2004年
的研究——他们在实验室用自养微生物进行微宇宙实验，验

证了关于种群竞争的逻辑斯蒂（logistic）方程和捕食者-猎物

（Lotka-Volterra）模型，发现对于采用单因子假设的、代际更

替周期短的种群动力学研究不适宜采用环境复杂且周期长

的野外实验 [21]。2008年，Griffen和Drake对种群灭绝的文献

进行分析研究，涉及了Web of Science自 1956年到 2007年 7
月的所有文献和部分早于1956年发表的被引用文献，从1016
篇文献中选取了53篇进行研究，发现现有理论绝大部分是基

于单因子假设的，同时以亚种间和物种间的交互作用为代表

的多因子假设也有很大影响[22]。换言之，单因子假设与多因

子假设目前都存在于生态学研究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野

外实验同时适用单因子假设和多因子假设的实验方法，就可

以避免陷入这方面无尽讨论，让作为方法的生态学假说判决

性实验验证成为可能。

1）基于单因子假设的野外实验验证的思想实验。

以生态学研究中典型的群落（community）研究为例。波

动（pulse）和压力（press）是生态过程中常见的两种扰动

（perturbation）。波动扰动是群落演替过程中由外部产生的较

为剧烈但有规律的物理扰动，比如：温度和光照等在自然界

中往往存在周期性变化的因子对于植物生长的影响。压力

扰动是群落内的种群密度改变后对于整个群落的影响，比

如：在捕食者-猎物模型中，若捕食者过渡捕猎导致猎物减

少，最后的结果是捕食者数量也会因食物短缺减少。若生态

过程是单因子决定的，则两种扰动只有一种才会决定群落的

演化。野外实验可对有n个种的群落通过单独展开两种扰动

改变种的某一亚种组（subset）密度的实验来明确哪种扰动才

是影响群落的主导因子。

波动扰动实验首先测定 n个种的亚种( 包括被扰动种)
的初始增长率。在密度变化时, 其他种会反复调节其密度。

这种调节结束以后, 群落会达到新的平衡。在这一平衡时,
可以测定多个种的密度净变化。野外实验一个长时间未解

决的难题是确定实验对象在分类学上的地位。在波动扰动

实验中,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把所有物种看作是亚种组S，通过

做 S 次实验，求出所有的结果。这个处理方法符合 Platt
（1964）的实验4步骤要求[23]。压力实验通过多次迁出被扰动

种的个体使其密度保持在预先规定的水平，被扰动种的密度

也维持在平衡水平。在资源充沛前提下，各个物种相互可以

有较高的平衡密度，种间基本不存在竞争。不过，生态过程

是普遍存在关系的（生态学的基本定义），当迁入新的物种个

体后，平衡密度就被打破。这个处理方法也符合Platt于1964
年提出的实验4步骤要求[23]。

Bender等1984年的成果表明，如果分别进行波动扰动和

压力扰动实验，会发现在压力扰动实验中，当一个物种或另

一个物种被迁出或实验保持在某一低密度时，2个激烈竞争

的物种可能不表现出密度的净增加。这是由于种间潜在的

反复缓冲作用，尤其在资源动态变化非常缓慢时[24]。他们的

成果证明波动是决定群落中种群密度的主导因子——这说

明野外实验可以作为基于单因子假设的实验验证方法。

2）基于多单因子假设野外实验验证的实验设计。

景观（landscape）生态学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生态学

分支，核心概念是“补缀”（patch），它是“不同于它所处的自

然环境的、具有同质性的、离散空间模式中有界的、联系的不

连续体”[16,25]。补缀的定义决定了在补缀任何一处进行的实

验条件均保持了一致性。若生态过程是多因子决定的，只需

对同一补缀的多个地点分别展开多因子的野外实验即可确

定哪些（而不是哪一个）因子是主导因子（即A地点验证 a因

子，B地点验证 b因子）。换言之，具有相同性质和特点的补

缀在更大的空间中构成了景观，多因子可分别在各个补缀中

同时展开实验，最终找到决定生态过程的多因子并明确关

系。所以，景观适合作为多因子模型假说的实验验证对象。

具体而言，对景观进行生态学假说的野外实验要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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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单元接受 2种以上的不同处理，并且对实验单元的处

理分配是随机的。由于采用对照、重复、实验操作的随机化

和分散安排实验单元等手段来控制偏差和随机误差, 因此结

论较为可靠。实验设计要求选择的景观大小适合研究对象

的时空尺度，不同实验单元接受不同的、随机或分散安排的

处理，并且每一种处理的实验单元有足够重复，还要安排时、

空对照来排除外来因素的干扰，且为确保观测到实验的滞后

效应，处理后的取样时间必须足够长。这样可确保实验单元

的均质性和一致性，实验结果的差异才可直接归因于处理的

效果[26]。

由此，野外实验也可以作为基于多因子假设的实验验证

方法。

5 生态学野外实验的新操作规范
野外实验和实验室实验都是特定的实验方法，应该具有

相应的操作规范。受益于物理学的奠基，实验室实验的操作

规范非常系统、成熟，但野外实验的操作规范就不尽然，在生

态学应用中更是引起了争鸣。

2010年，Williams等报告了对解释外来物种在新生境中

高密度生长机制的两种假说的野外实验验证的结果，他们承

认因为区组（block）过少（3个），研究结论不适合作为假说的

验证结果[27]。他们的研究反映了现有野外实验操作规范不能

胜任生态学假说的判决性实验验证的现状。Jaeschke等在

2014年总结性地概括野外实验验证失败的原因在于“不能包

括所有的多样性和空间”[19]。换言之，因为生态圈涉及从大气

圈到地表以下1 km处的所有自然界事物，即使是在野外进行

实验，也不能确保A地的构成要素及交互作用与其他地区相

同，形成的实验结果就可能与其他地区的不尽相同，自然不

能形成放之四海皆准的结论，也就不能验证生态学的假说。

这要求生态学假说的野外实验验证具有完善的操作规范。

进一步的，操作规范不仅是实验控制的具体技术手段，

也是单因子/多因子实验有效的前提之一。

以单因子假设的波动扰动实验为例，群落生态学家不可

能测定出群落中每一个潜在相互作用种的密度, 而且容易把

某些种和另一些种集合成大类（composite category），这可能

把间接作用和交互作用混淆。很难规定怎样才能寻找出种

间相互作用激烈的一组种群。在压力实验中，因为一个种对

另一个种的重要程度可能不取决于其体躯大小、分类地位或

生物量，所以，即使是微小的寄生物都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测

定的选择性寄主之间的交互作用。以上情况，都可能导致实

验的失败，使得野外实验无法进行有效的假说验证[23]。对此，

只有采取统一的分类标准，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

以多因子假设的景观生态为例，实验验证的成功将受到

以下方面的制约：实验单元内部和彼此之间的空间异质性难

以保证真正的重复；野外很难控制多个独立的变量；研究对

象的大尺度可能给实验操作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现实操作

易受经费、人力、设备不足, 实验对象所有权限不同等管理等

因素的限制[26]。其中，空间异质性恰巧有助于验证假说是否

正确并且是否一般。换言之，空间异质性使得假说的可证伪

性进一步提高，获得证实的假说具有更大的解释力。野外环

境和大尺度（scale）对于实验造成的困难需要采取严谨和一

致的操作才可能尽可能排除无关的干扰。这些都和生态学

假说的野外实验验证的操作规范有关。

野外实验需要发展出不同于实验室实验的完整、独立的

规范，才可能在现实中完成对生态学假说的严格验证。鉴于

生态学研究对象存在于整个生态圈，假说的野外实验验证也

需要在多个尺度和不同范围内进行实验，实验结果才有望确

保结论具有一般性。仅就逻辑而言，应该在整个生态圈的所

有类型的生态位和水平上进行同样的野外实验操作，才能确

保被验证的假说被完全证实。显然，这样的操作规范与从实

验室操作规范借鉴而来的传统野外实验操作规范应有极大

的差异。

2013年，Fraser等在研究全球生态时同样遇到了如何在

大尺度上开展实验研究的难题。他们通过文献分析，发现自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全球有至少 12个通过洲际或全国范围

的多地点野外实验进行生态学研究的项目。他们认为这种

大尺度和范围内的野外实验方法是有效解决上述难题的新

操 作 规 范 。 新 操 作 规 范 被 称 作“ 协 同 分 布 式 实 验 ”

（coordinated distributed experiments，CDEs），是一种“在全球

的多个地点的多个研究团队并行开展的”野外实验操作规

范，它具有“同时研究全球环境问题并且探索一般性生态学

理论的优势，并提供受控实验内在的精确性”，认为这是“涌

现出来的全球生态和环境科学假说验证的新工具”。他们认

为自发出现的协同分布式实验的研究实践具有 5个属性（假

说驱动的实验研究、多地理地点、标准化实验设计、标准化数

据和协作的数据管理、知识产权共享）和3个特点（同步的数

据收集、多研究团队、低预算）[28]。根据原文内容，推测属性是

针对该规范的操作标准而言，特点则突出了该规范的优势 。

该文被《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作为综述

论文刊出，迅速受到了生态学界的关注。在Web of Science
中，该文在 1年半内被直接引用 38次。其中，被引用最多的

施引文献已被引用了30次，所有引用这篇施引文献的文献中

被引用最多的达到了 21次。以最多引用数的引文为线索进

行文献分析，此文截止 2015年 8月 25日已经发展出 10层的

前向引用，可见已经产生深远影响（图1）。
国内也有自发的协同分布式实验的应用。2011年启动

的“中国大气气溶胶综合联网观测计划（CARE-China）”依托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在全国建立了36个研究型观

测站点，统一仪器设备、观测标准和数据分析规范，协同展开

了中国大气气溶胶及前体物联网观测研究，形成了中国区域

大气气溶胶时间、空间、组分、浓度与光学特征变化的综合研

究平台。该项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

跃思主持，联合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地球环境研

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北京化工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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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7家研究单位。《美国气象学会会刊》（BAMS）主编对于研究

成果的评价是：“首次进行了中国区域大气气溶胶物理、化学

与光学特性综合监测，并尝试评估其在气候变化中的影

响。”[29]

6 结论
生态学假说必须经过严格的判决性实验验证才能成为

理论。在经典的实验室实验和蓬勃发展的野外实验两种实

验方法中，后者更适合作为生态学假说的判决性实验验证方

法。但生态学野外实验的操作规范亟待完善，Fraser等 2013
年提出的CDEs操作规范有望解决这一难题，使得野外实验

具有在全球的各个尺度和范围内验证生态学假说的逻辑可

能和现实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CDEs仅仅是一个框架，Fraser等 2013年
的工作还远未完成，需要进一步完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验

以验证方法的有效性。

CDEs强调全球或大尺度和范围下开展多地点的、同时、

同步、同规范的系列实验。理论上，如果在整个生态圈开展

协同分布式实验是最佳的，但这不具备现实操作的可能性，

也不合理。因此，实验地点的选取（数量与空间位置）成为被

Fraser等2013年研究成果忽略的协同分布式实验的属性。虽

然对于判决性实验是否存在是有争议的，但通过适当的限

定、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理论在某一时刻或某一时段进行野外

实验，还是可成为有限结论的判决性实验。因此，目前不在

全球尺度上（比如，群落及以下层次等级水平）提出的生态学

假说可能更加适合进行协同分布式实验，针对全球尺度的生

态学假说的协同分布式实验的属性、特点及具体操作标准的

确定可能需要以前者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为前提。

即使协同分布式实验在全球尺度与范围内发展成熟，也

仅仅是表明存在一般理论具备了逻辑可能，不代表一定能探

寻到，也不能暗示具体的理论内容是什么，更不能确保未来

不会出现反常现象而导致危机的出现并引发生态学革命。

美国科学、工程和公共政策委员会在1995年曾指出：“科学成

果必然是暂定的。科学家永远不能结论性地证明他们能完

全精确地描述自然或物质世界的某些特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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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method of ecological hypothesis' decisive experiment

AbstractAbstract Because lack of hypothesis of single factor in test of lab and exist high cost, hard-to-reduplicated and data "noise" in field
experiment, one of the bottlenecks to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y is the suitable test method of ecological hypothesis' decisive
experi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origin of test of ecological hypothesis, analysis function of test method of decisive experiment,
demonstrates the test in lab and the theory, exercise and development of test method of field experiment of ecological hypothesis, and,
discusses the operation criteria of ecological field experiment (coordinated distributed experiments, CDEs), proposed by Fraser et al (2013),
and native case (CARE-China).
KeywordsKeywords ecological hypothesis; divisive experiment; field experiment; coordinated distributed experiments (C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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